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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迈向整体性治理的方略 
卢守权 

(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整体性治理已成为后新公共管理时代主流的政府治理模式。中国政府迈向整体性治理需要克服组织结构、

文化堕距和行政生态环境三重约束。中国政府向整体性治理的基本方略在于优化结构和转变职能，推进行政文化

转型和建构共治导向的行政生态环境，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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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of Chinese government matching towards holistic governance 
LU Shou-quan 

(School of Government,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Holistic governance has become the main governance pattern in the post-new public management era. There 
are three constraints to conquer composing of organization structure, cultural lag and administrative ecology environment 
in the course of Chinese government matching towards holistic governance. To advance Chinese government towards the 
transition of holistic governance, the essential strategies are to optimize the structure and change the function 
continuously, narrow the cultural lag and construct the administrative ecology environment of the joint governance- 
oriented. This will help to achiev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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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日益呈现全球化、 信息化和民主化

的历史情境，政府治理模式变革也呈现出加速趋

势。关于政府整体性治理模式，学者们已做了大量

富有启发性的研究[1]，但总体上更多倾向于将其视

为从内部技术角度对政府进行再造。对于整体性治

理的研究不仅要从内部取向进行探索，更应该关注

对外部取向的考查。因此，笔者拟基于整体性治理

理论，从行政生态的视角探讨中国政府迈向整体性

治理的基本方略，为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参考。 

一、整体性治理理论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公共管理进入后新公
共管理时代，整体性治理已逐渐成为多数国家政府

治理模式变革的重要参考。随着影响力和实践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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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治理与改革。 

的不断扩大，整体性治理理论日益成为 21 世纪政
府治理模式变革的主流理论。 
整体政府理论最初由英国著名行政学家佩

里·希克斯①在德莫斯智库工作时撰写的《整体政府》
[2]一书中提出。根据希克斯的定义，21世纪政府应
为整体型政府、预防型政府、改变文化的政府和结

果导向的政府。克里斯托弗·波利特关于联合政府，
也即整体政府的一般意义上的定义较好地体现了

其思想精髓。整体政府[3]是指一种渴望实现横向和

纵向协调的思考与行动，以期获得更多收益的政府

治理模式。它包括四方面内容：能够排除不同政策

相互削弱的情境；能更好地使用稀缺资源；能促使

特定政策领域或网络中不同重要利益相关者的团

结协作；能够为公民提供无缝而非破碎的关联服

务。整体政府有多种称谓[4]，如英国开始称联合政

府，加拿大称整体政府，中国台湾地区则译为全观

型政府或协力型政府。虽然称谓各不相同，但核心

思想是一致的，即建立整合与协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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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 Tom Ling 归纳的整体政府的工作维
度较具代表性 [5]。其整体政府的治理可被划分为

内、外、下、上四个维度（图 1）：内在维度指组织
内部的合作，通过建立新的组织文化、价值观念、

信息管理和人员培训方式等途径实现“联合”，进

而形成新的组织形式；外在维度指组织之间的合

作，通过建立共享领导权、捆绑式预算、结构整合、

合作团队等途径实现“联合”，进而形成新的组织

间工作方式；下层维度指服务的传递方式，通过建

立顾客磋商或介入、共享客户目标、为用户提供一

站式服务等途径实现“联合”，进而形成新的公共

服务供给方式；上层维度指对上的责任承担和由上

而下的目标设定，通过建立公共服务协议和其他以

结果导向的目标分享、绩效评估和共享规则等途径

实现“联合”，进而形成新的责任和激励机制。 

 
图 1 整体政府的主要工作维度 

 
该工作维度将新的组织形式、新的工作方式、

新的服务方式、新的责任和激励机制结合起来，代

表了既不同于传统官僚制又不同于企业型政府的

新型治理模式。 
1999年希克斯等在《圆桌治理——构建整体政

府的策略》[6]中，进一步提出了建构整体政府的具

体化策略。2002年希克斯等出版《迈向整体性治理：
新的改革议程》[7]，将整体政府理论进一步拓展为

整体性治理理论，其整体性治理理论体系逐渐得到

丰富和完善。 
全球化、政治意识形态、理论变迁和技术进步

是整体性治理理论产生的四大主因。从时代情境角

度分析，日益深化的全球化既是政府治理变革的基

本背景，也是其外在动因；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分

析[8]，整体政府理论是以英国为主导的一些欧洲国家

意识形态变革的产物，即布莱尔所倡导的第三条道

路；从理论变迁角度分析，新公共管理的衰落、碎

片化的制度结构使公共服务呈现离散状态，导致部

门之间缺乏合作与协调；从技术进步角度分析，现

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使得信

息融合与跨组织边界整合成为可能。整体性治理理

论是对新公共管理模式难以应对社会治理和公共需

求日益复杂所产生的碎片化问题的一种直接回应。 
英国当代政府改革涉及到理念、体制、机制、

运营等各个纵向层面[9]，涵盖结构、政策、管理等

各个横向领域。虽然改革内容广泛庞杂，但可大致

归结为三条主线：政府角色定位和职能结构的优

化；政府部门内部的管理体制改革；社会力量的利

用和公共服务社会化。 

二、中国政府迈向整体性治理的主要约束 

根据希克斯的定义[7]，整体性治理是指政府组

织机构间通过充分沟通与合作，彼此政策目标连续

一致，政策执行手段相互强化，达成有效协同与整

合，以合作无间地去实现共同目标的治理行动。整

体性治理模式的理论精髓是整合、协同和结果导

向，以动态应对新形势、新任务、新需求。中国当

前正在积极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和建设服务型政府，

组织结构的整合虽然在逐步推进，但治理能力的提

升仍然任重道远。迈向整体性治理仍存在以下主要

约束： 
1．组织结构的约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务院机构已经进

行了七轮改革，形成了基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组织架构和职能体系。2008 和 2013 年启动
的国务院机构大部门制改革，以职能转变为核心，

继续简政放权、推进机构改革、完善制度机制、提

高行政效能，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取得了新进展。

尽管如此，国务院部门在职能定位、机构设置、职

责分工、运行机制等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10]，主要

是职能越位、缺位问题，职责交叉、权责脱节、争

权诿责现象依然较多，机构设置不够合理，对行政

权力的制约监督机制不完善等。 
因为在理论本质上是相通的，政府机构作为组

织，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也适用于分析政府的

组织结构问题。根据哈佛大学乔·贝恩、谢勒等人建
立的 SCP分析范式[11]，即结构——行为——绩效理
论分析范式，可以得出结论：组织结构仍是中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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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治理模式变革的根本问题。现行行政体制中存在

许多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地方，根源仍在

于组织结构，需要在整合组织结构和转变职能中不

断加以解决。 
2．文化堕距的约束 
美国社会学家 W F 奥格本在《社会变迁》[12]

中提出“文化堕距”概念，亦称文化滞后或文化落

后。文化堕距是指社会变迁过程中，文化集丛中的

一部分落后于其他部分而呈现呆滞的现象。政府治

理模式作为一种制度，行政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存

在文化堕距是必然的。文化优劣或对主流文化的认

同度决定着制度的成本[13]。一些国家在推行政府治

理模式变革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除了制度设计存

在缺陷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没有相适应的行

政文化与之契合[14]。行政行为离不开文化的土壤，

否则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当行政文化与政府治理模

式耦合度较高时，政府治理的成本相应较低；当政

府治理模式与文化适应性不协调时，运营成本则相

对较高。其原因在于制度管理主要是外在的、硬性

的调节，文化约束则强调心理认同，即通过启发人

的自觉意识达到自控和自律。 
中国历史文化悠久，封建主义和计划体制沉淀

成一种稳定的路径依赖，传统行政文化存在官僚主

义、管理主义、经验主义、因循守旧等痼疾。借鉴

西方国家的政府治理模式，应充分考虑中国传统文

化因素和治理实践现状，逐步缩小文化堕距的约

束，推进行政文化转型。行政文化是中国推进政府

治理模式变革，尤其是引入西方政府治理模式的难

点所在。 
3．行政生态环境的约束 
行政生态环境是与行政系统有关的各种条件

的总和[15]，是政治生态系统的一个有机子系统，其

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圈、经济圈、文化圈。根据佛雷

德·里格斯的行政生态理论[16]，当研究一个国家的行

政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不仅要研究其行政制度，
更应该研究其行政行为；不仅从行政自身的观点去

研究行政，更应该扩大范围，从与行政有关的社会

背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经济结

构等各方面来加以分析，探究因果，寻找关系。换

言之，即必须研究行政与其环境的关系。在现代的、

过渡的社会里[17]，一直有一种建立正式的政治和行

政制度的趋势，但这些制度却仍然只是一些形式主

义的制度，有效的行为绝大部分取决于传统的结构

和压力。因此，只有以生态学的观点，亦即从非行

政的因素去观察，才能更好地了解国家的政治和行

政，从而将中国政府迈向整体性治理的研究视域拓

展到行政生态环境。 
从行政生态学的角度透视[18]，行政生态环境是

引导行政系统内部有效整合的凝聚剂，也是促使行

政系统绩效提高的驱动力。政府治理模式变革与行

政生态环境优化是一个互为塑造的过程。行政生态

环境优化是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外在条件，政府治

理模式变革是行政生态环境优化的内在动力。因

此，推进中国政府迈向整体性治理，实现政府治理

模式的变革要同时着眼于外在生态环境。 

三、中国政府迈向整体性治理的方略 

中国改革开放当前正处在深水期和攻坚期，传

统的“运动型”治理模式已无法应对日益复杂多变

和专业化的公共事务，解决之道在于推进政府治理

模式的创新，变“运动型”治理为“可持续型”治

理[19]。整体性治理模式就是“可持续型”治理的典

型范式之一。通过对存在的主要约束进行分析，得

出中国政府迈向整体性治理的基本方略如下： 
1．优化结构和转变职能 
中国政府角色的基本定位是建设服务型政府，

优化结构和转变职能的方式是推进大部门制改革。

在历次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核心就是政府职能

转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简政放权，二是转

变职能。组织结构变革相对来说可操作性强，但政

府治理能力的提高过程则相对较长。根据 2013 年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政府机构的

大部门制改革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在结构整合和职

能转变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离整体性治理模式的

要求还相差较远。英国当代政府改革中关于政府角

色定位、职能结构优化和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

提供了有效参考，因为从理论本质上讲，服务型政

府的理论架构和治理逻辑与整体性治理模式是相

通的，只是政治意识形态和发展阶段不同而已。大

部门制改革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一个基本前提，也

是迈向整体性治理的初级阶段和基础性工作，变迁

逻辑是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双重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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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整。 
整体政府的一个重要创新是围绕结果而非围

绕功能来定义组织和进行组织设计，并将治理视域

延伸到社会层面。根据整体性治理模式的思想精

髓，在大部门制改革中应按照结果导向的目标来设

计组织结构和优化职能，通过跨部门协同来解决组

织内部各要素和组织机构之间的协调与整合问题。

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推进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应

不断跨越经验与心理鸿沟，打破等级观念和部门利

益，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树立权力分

享理念和以结果为导向的工作目标，强调团队建

设、责任共享、注重文化审核[20]，建立融合差异和

相互协作的工作机制，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

在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和转变职能过程中，应考虑当

前中国社会的实际，学习欧美发达国家政府治理模

式变革的成功经验，在简政放权、推进机构改革、

完善制度机制、提高行政效能中，既要吸纳整体性

治理的思想精髓，又要借鉴其他西方政府治理模式

的典型范式和先进理念，再进行本土化创新，从而

促进政府治理能力提升。 
1962年，美国著名管理学家钱德勒提出“结构

追随战略”[21]，即企业经营战略应当适应环境，满

足市场需求，而组织结构又必须适应企业战略，随

着战略的变化而变化。虽然结构追随战略是企业管

理的经典智慧，但同样适用于公共部门，因为有效

的政府治理必然要求政府组织结构创新。新加坡政

府的成功经验就是只要现有的结构和系统不具备

达成预期结果的能力，其公共部门就会创新组织设

计和结构来执行国家优先项目。随着社会发展和形

势需要，中国在对大部门制改革和各部门的三定方

案继续优化的同时，可借鉴结构追随战略，及时对

组织结构和职能机制进行动态调整，从结构主义转

换到效率主义，进而实现动态的整体治理。只有这

样，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基础才能不断得到夯实。

总之，迈向整体性治理应不断加大政府组织结构优

化和职能转变的力度，这也是当前中国建设服务型

效能政府的前提。 
2．推进行政文化转型 
行政文化是政府治理体系的深层结构与精神

内核，具有鲜明的民族性、高度的调节性和强烈的

变动性等特征。行政文化是一种无形的、潜在的力

量，对行政人员的行为选择具有重要影响。行政文

化是多层级的有机系统，包含行政心理(行政态度、
行政动机、行政情感等)，行政传统与习惯，行政思
想(价值取向、伦理道德等) [22]。推进传统行政文化

向行政生态文化转型，是政府为迈向整体性治理必

要的文化基础。 
将行政文化的内涵拓展为行政生态文化，实际

上同时拓展了整体性治理模式的外延。整体性治理

模式下的行政生态文化可概括为一个由行政系统、

社会组织、企业、公众共同参与的“四位一体”的

有机整体（图 2）。根据行政生态理论，任何有机体
都必须同周围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在行政

系统内部，行政组织文化以整合文化、协同文化和

导向文化为主要内容，社会组织、企业、公众以参

与文化和责任文化为主要内容。整体性治理模式中

的各参与主体所具有的文化与行政生态文化是互

为塑造的动态关系。行政组织文化和行政生态文化

既有直接互动，也有通过其他参与主体的间接互

动。虽然是互为塑造的过程，但行政组织文化对行

政生态文化和行政生态环境的影响最大，且处于主

导地位。 

 
图 2 各参与主体在整体性治理中的动态关系 

行政文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很多，是内外力共同

作用的结果。推进行政文化转型，既是缩小文化堕

距的过程，也是促进人的行为和思想转变的一个动

态平衡过程。要缩小文化堕距，就要加速推进价值

观念、风俗、道德等因素的与时俱进，以适应不断

变革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中的制度[23]。在中国

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政治生态中，建构符合整体性

治理要求的整合、协同和结果导向的行政文化是难

点所在。任何一种理论的推行和实践都是与本土文

化寻求契合点的过程[24]，政府治理模式变革也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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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指出：“一个社会

要想从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来是根本不可想

象的，离开文化传统的基础而求变求新，其结果必

然招致失败。”因此，应尽可能地挖掘本土资源，

寻求与本国国情相契合的文化因子和生长点。 
中国政治生态具有特殊性，既要通过内在结构

重塑，又要积极吸纳传统行政的丰富历史资源来促

进行政文化转型。首先，从行政系统内部入手，重

塑行政文化的内在结构，实现行政组织文化的主动

适应，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和施行将起到事半功

倍的作用。行政文化转型的逻辑起点在于建立行政

意识和角色认同[25]，需要不断加大到对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的理想信念教育。从内在结构看，应着力促

进行政文化从管制型向服务型，全能型向有限型，

集权型向参与型，封闭型向开放型，人治型向法治

型，依附型向自主型，扩张型向约束型，一般型向

专业型的转型[26]。其次，推进行政文化转型要从文

化层面的高度认识并吸纳传统行政的丰富历史资

源。要以当代行政文化为基础，继续挖掘传统行政

文化中的精华因素，继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

成果，处理好当代行政文化和西方现代行政文化间

的相互碰撞、相互融合与相互借鉴问题，不断解构

和降低消极因素，促进中国行政文化向适应整体性

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

当代中国的行政文化转型，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3．建构共治导向的行政生态环境 
行政系统与行政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不

顾及环境因素去改革或设计行政系统，成功的可能

性是微乎其微的[27]。一个国家特有的社会、文化以

及历史等诸因素影响并塑造着公共行政，公共行政

反过来又影响其社会文化的变迁与发展[16]。中国政

府迈向整体性治理必须重视行政生态在政府治理

模式变革中的深刻影响，充分考虑经济体制、政治

体制和文化传统等社会现实情况，以建构与整体性

治理相适应的行政生态环境。行政生态环境主要包

括经济生态、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等要素。整体性

治理模式从宏观上研究跨部门协同问题，把政府与

非政府组织、私人组织的协同包括进来[28]，实际上

已经将视野转向外部。整体性治理本身就是一种新

的行政观和行政方法论的统一，其产生既有对政府

治理模式变革瓶颈的深刻反思，也有对行政生态环

境变迁的回应。中国当前正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生态对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影

响是相对稳定的。文化生态的影响在行政文化转型

的过程中将会得到解决。当前对政府治理模式变革

影响最大的，就是政治生态要素。 
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

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在推动政府迈向整

体性治理的变革中，必须不断将共治理念上升为全

社会的共识，加大公众的有序政治参与。公众参与

是建构共治导向的行政生态环境的重要环节，参与

对象包括公众、企业和社会组织，目前的主要形式

有恳谈会、听证会、重大决策的公开征询意见等。

根据行政生态理论，探讨公众参与不仅要从政治参

与本身去研究，还要从与公众参与有关的行政生态

环境方面加以分析[29]。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走群众

路线，实际上就是倡导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建

构共治导向的行政生态环境，主要是扩大公众参与

的范围、机制和途径。要从当前无参与、假参与和

象征性参与逐步过渡到实质性参与，需建立有效的

公众参与机制。一是要有推动公众参与机制正常运

行的“动力源”，即要有出于自身利益而积极推动

和监督制度运行的政府、组织和个人；二是要有规

范稳定配套的公众参与制度体系[30]。公众参与机制

的建立本身就是体现了治理的激励约束和激励相

容的内涵，将为逐步建构起共治导向的行政生态环

境奠定坚实基础。 
扩大公众参与的途径，主要包括网络政治参与

和参与的新方式等。网络政治参与是公众通过网络

参政议政，进行舆论监督，参与公共管理，行使民

主权利，是借助互联网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新

方式和新途径。每年“两会”期间的“我有问题问

总理”、人民网的“人民热线”、东方网的“东方直

通车”、千龙新闻网的“市民留言板”、政务微博和

一些地方政府网站的社情民意征集栏目等都是网

络政治参与的范例[31]。网络政治参与扩大了公众政

治参与的渠道，催生了新的行政生态环境，构建了

中国行政生态的新机制。公众参与的新方式[32]，如

青岛市 56 个部门的一把手集中举行述职报告会、
政府换届期间的公开接访电话等都是扩大公众参

与的有益创新。这些新的参与途径可拉近公众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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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距离，推动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整体性治理模式源于西方国家政府的理论与

实践，具有典型的西方特色。管理层面的先进经验

易于借鉴，推动组织结构变革也容易操作，但与整

体性治理模式相适应的行政文化转型和行政生态

环境建构需要假以时日。无论是行政文化与行政环

境的优化[33]，还是行政生态系统的优化，归根到底

是人的行为及其结果的优化，尤其是行政文化认同

的建立。当前的行政文化认同主要是建立共治理

念，继而引导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从行政意

识的建立到行政人员行为的现代化，由行政文化认

同上升到国家认同，进而建立全社会的共同信仰，

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注 释： 

① 佩里·希克斯是国际著名的行政学家，曾长期在英国著

名智囊库德莫斯(DEMOS)工作，目前是伦敦大学玛丽皇后

学院公共管理系主任，他的兴趣非常广泛，主要研究方

向有政府治理、政策制定和公共服务等，其许多研究都

是基于新涂尔干制度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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